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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学科，

对它的学习与把握应当立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立足于它所存

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用综合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去

研究，构筑整体的经济史观，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脉络与特

性，探寻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为达到这一目

的，首先要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一个初步的

了解，比如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经济技术发展

的道路问题、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传统经

济的归宿问题等等，都应当有所思考，有所认识。

一、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以往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地理

环境为例，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

提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

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

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

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

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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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

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

理学也不会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

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

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

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

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

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斯大林的这段论述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奉为圭臬的

经典论述，而且，它又被举一反三，举凡有关地理环境对人类历

史影响的所有作用都成为禁忌，否则，便踏入了“地理环境决定

论”的雷阵。

斯大林的这段论述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有着重要的政治意

义，但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这一论证本身无法成立，他的结论

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

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

化”所引起的。“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

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

论不能成立。

近二十年来，在地理环境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禁忌，但它对

史学研究的影响犹在，人们对自身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地理环境仍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它本身以及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研

究仍局限于一般性的表象论述，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也是如此。

地理环境不是指一般的地理面貌，而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于其

中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以及自

然灾害等等，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①《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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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特性的影响，对此列宁在《普列汉诺夫

马克 一书批注》中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他指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出：“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

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

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他还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

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

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性是什么。

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

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虽然中国与欧

洲的面积大致相当，但欧洲平均海拔只有三四百米，宜于农业的

平原面 亿亩，占其全部面积 积的有 。 亿中国平原面积

亩，仅占国土面积的 ；即使加上海拔 米以下的丘陵地

带，理论可垦面积也只是 亿亩，为欧洲平原面积的 。而历

史上中国与欧洲的人口又约略相近。因此，耕地面积与所承受人

口数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直至今日，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更加尖锐。

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欧洲全洲无低纬度土

壤，高纬度的灰化土是全欧面积最大的土壤，其次是褐色土、棕

色森林土等，均有良好的蓄水性与可耕性。中国的农业地区除东

北一隅外，绝大部分土壤属物理性状较差的盐碱、红壤等。《商君

书 算地篇》即云当时全国土地中“恶田居什四，良田居什二”。

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欧洲山脉不高，多为东

西走向，极地海洋气团可由大西洋沿岸直达乌拉尔山，全洲多属

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均匀，较少灾害。中国的山脉纵横交错，地

形复杂，全国大部分地区又处于西北大陆干旱风与东南海洋风之

①《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 页。，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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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雨量分布不匀。全国季降水变率每 ，易于形成灾每超过

害性天气。据统计，自公 年间，我国历史年至公元元前

次， 即上有案可稽的自然灾害就达 平均每半年即有一次。

亿使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下，我国 亩耕地中每年也还有 亿亩

以上面临水旱威胁。

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

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

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无

论是耕、织还是畜，都以土地经营为基础。那种可游离于土地经

营之外的畜牧业仅在夏商时代占有一定的位置。此后，由于可垦

土地的狭小与人口的增长，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快就被小块

垦殖的精耕细作的种植业所排挤。商代的大型祭祀尚用牲百头，西

周则骤降至一牛、二羊、一猪。战国时代的多数国家都已“庐田
，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 。以后的中国农民只是以喂养猪、鸡

等食粮畜禽为主。个别农民所畜养的牛、马等大牲畜，也只被用

于农耕，且为圈养，与欧洲农民的畜牧业有着本质的不同。粮食

生产之外，中国农民的织主要以桑（蚕）麻为原料，而桑麻生产

又多藉于有限的耕地，亦属土地经营的范畴。

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

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

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罗马共

和国时 至代出租给农民的土地即多以 英亩为单位 。中

世纪英国一户农奴家庭所拥有的维尔特份地可折合 市亩，德

参见邓拓《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 年版。

农业部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农业出版社 年版。

《战国策 魏策三》。

美 海斯：《世界史》，三联 页。书店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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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亩。这些土地上作物稀疏国农奴的一份胡菲份地可折合 ，犁

耕不深，很少田间管理与水利灌溉，二圃与三圃的轮耕制十分普

遍。其 。在此基础上，欧农业产量的提高有赖于耕地面积的扩大

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中世纪的庄园中均辟有

牧场、草场，畜牧业在农民的生产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

《末日审 世纪凯迈尔庄园中，除 户贫苦茅舍农饲判书》所记

户一般农奴均饲牛三至四头养着一至两头耕畜外， 。同书所记

诺福克 只，马头，羊地区的部分农庄中，饲牛高达

匹。 畜牧业的发达，使之为中世纪的居民提供着大量的肉、奶、

油等食品以及众多的毛纺织品。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现代社会。

欧洲农牧混合经济与中国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对历

史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看不出多大差异，但当社会发展到封建时

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交替时期，差异则日渐显著。农牧经济与耕

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但农牧

经济中的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在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就会随社会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发展，从

而走上商品化经营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

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

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

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

的大潮流。

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

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

① 参 见 美

② 转 见 英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农业出版社 年版。

西伯姆《英国农场史》，伦敦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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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为例，这一时代正处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低温期，其最低点

为公 年前后，也就是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初期，在这一元

；时期，年平均气温较之今天低了近 较之温暖的秦汉时代，要

℃下降 。

天文学与气象学研究表明，寒冷期与干旱密切相关，寒冷直

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而寒冷与干旱相合，则成为影响与制约

农业生产的重大危害。

张家诚先生曾经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

，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温每下降 比常年下降 ；同样，年降

毫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水量每下降 下降 而。 低纬

。吴慧先生曾认度地区则影响不大 为，如以统一的含量今亩计

算，秦汉时代 公斤，东晋南朝为的平均亩产量为 公斤，

较前朝下降 。这儿下降的 ，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

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反比秦

汉上升了 。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 公斤，较之秦汉，

下降 。

气候的寒冷与干旱对魏晋南北朝时代农业的最大影响还在于

它推动着北方农牧分界线的南移。有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条件下，某一地区年平均气温降低 ，就等于把这一地区向高

纬度推移 到 公里；同样，如果天气干旱，年降水量减少

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就会向南推移 到 公里，也就是

说，年平均气温每下降 ，我国北方农业区就应当大幅度南

移 。

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载《地理学报》 年第 期。

王馥棠：《世界气候与粮食产量的预测》，载《气象知识》 年第 期。

参见程洪《新史学 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载《晋阳学刊》 年第 期；张

家诚等《国土利用的几个气候问题》，载《国土研究班讲稿选编》（内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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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北方（包括西北地

区）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与此同时，则是农耕区的退缩与畜牧

区的扩张。秦汉时代，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史记，秦始皇本

纪》云“：（始皇帝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

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始皇帝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

武帝纪》云“：（元朔二年春）万家，拜爵一级。《汉书 ，遣将军

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

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大不相同了，阴山脚下已成为水

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所描绘的景象十分典型：“敕勒川，阴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不仅如此，在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

时，束晳即言“：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

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尤

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
，

因此，他主张“可悉徙诸牧”不然。 ，以充冀州一带“，使马牛
，

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 。这里“，空虚之田”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气候因素。

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

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便开始向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施加

着自己的影响，进入文明的门槛后，这种影响的力度更以加速度

的方式递增。人们开垦荒地，采伐林木，兴修水利，开采矿藏，不

断地提高着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促使自然环境发生着种

杜文澜：《古诗源》卷一四《鴀勒歌》。

《晋书 束晳传》

《晋书 束晳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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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当然是人们改造

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晶，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的生产与社会活动。但

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又必然地对人类社会发生着巨大的负面反馈。

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

用》一文中已明确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

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

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

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

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

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

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

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

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

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在这儿，我们暂且不将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可以观察与

分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对

于第一步，也就是取得了预期结果的胜利，史学界已经给予了充

分的注意，在有些时候甚至被陶醉了。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土地

的垦殖、水利的兴修，称颂着我们的先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

伟绩。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再多着笔墨，我们还是冷静地分析与

观察一下这一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所发生的第二步和第三步

的影响，也就是它们对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负面反馈。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影响中，以

森林植被的破坏最具深远影响，特别是北方地区与西北地区更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9 页

突出。这一地区，曾经草木繁茂，植被完好，远古时的兖州，“厥

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也是“草木渐包”，与之相应，则是土

质肥沃，宜农宜桑。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

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繁盛，土壤中腐殖质也

相应地增多，所以显得色黑。腐殖质多必然增长肥力，所以在

《尚书 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

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等植被的完好。关中有“鄠、杜

，汉武帝时，号称富“山林池泽之竹林，南山檀柘” ，直 到饶”

董卓之乱时，尚言“关中肥饶，故得并其国。且林木自出，致之

甚易” 。

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地区的森林植被未受到明显的破坏。

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森林植被的萎缩已十分引人

注目。武则天日役万人，所费万亿，修构天堂，要长途“采木江

岭”；唐德宗修神龙寺，需五十尺大松，有人称在同州山谷发现八

十尺大树数千株，德宗根本不信。他认为：开元天宝间，“求美材

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 但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天水、陇
，西曾“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公刘率周民“自漆、沮度

渭”，至南山取材木为用；秦文公也曾在南山伐大梓 。所以，西

汉时修筑宫殿，多就近取材“，秦陇大木亦不难致”。到了唐朝，若

仍如此，自然不会舍近求远，远求江南之木。不仅栋梁大木求之

江南，就是常规用料，也多借助南来。唐敬宗时，造竞渡舟船，是

《汉书 地理志》。

《汉书 武帝纪》。

《后汉书 杨彪传》。

《资治通鉴》卷二 五、二三五。

《汉书 地理志》。

《史记 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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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 至于民间所用，只好方取材①；河南造桥，亦到江南选料。

就地取材，那些“桑柳槐松之类，南人无用者，北人皆不择而取

之”。史念海先生曾全面论述了唐代黄河中游地区森林植被的破

坏情况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森林植被的破坏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垦荒毁林，一是建筑、

生活及其他生产采用。其中，以垦荒毁林影响最大。

森林与植被的破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首先，促成了土壤的沙化，这主要表现在西北与北部边地，其

典型代表是统万城的湮没与毛乌素沙漠的形成。统万城位于今陕

西靖边县以北红柳河的北岸，公元 世纪初，赫连勃勃攻下长安

后，执意不肯建都长安，而是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起了统万城，此

地当时水草丰美，林木茂盛，赫连勃勃曾发出了“临广泽而带清

流”的赞叹。唐朝时，这儿成为夏州州治，垦荒为田，也曾繁荣

一时。但到了唐后期，这儿却受到流沙威胁，到宋太宗下令毁废

夏州城时，这里已是“深在沙漠”的地方了。对统万城的兴衰，史

念海先生曾分析道：“秦汉时期改变了相当广大地区的草原为农

田，但对森林的破坏还不是过分地严重。唐代在这方面却远超过

秦汉时期。秦和西汉先后都曾经在鄂尔多斯高原培植林带，唐代

在这个地区却不是培植，而是较大规模地砍伐。当时砍伐的地区

还南及于横山山脉。横山山脉森林的破坏和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草

原的开垦，引起了当地的沙碛。这里现在是毛乌素沙漠 如果追

溯毛乌素沙漠形成的过程，这一时期就不应轻易放过。今陕西靖

《旧唐书 敬宗纪》。

《太平广记》卷一一一《成圭》。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
。

参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载《河山集 二集》；董咸明《唐代的

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载《云南社会科学》 期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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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县北白城子于唐代为夏州。这座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夏国的故

都，历北魏、北周及隋代，到唐时依然为北陲的雄镇。但到唐代

后期，夏州附近已成了茫茫的沙漠，而夏州城也被称为‘碛中’了。

森林的破坏，草原的开垦，沙漠的扩大，还促成了无定河的变迁。

无定河的名称也是唐代才开始有的。这条本是清流的河水，竟然

由于含泥沙过多，并且由于泥沙的堆积，而使河床频繁摆动，甚

自至于连原来的名称都保留 唐代以来，流沙湮没不住。” 的不仅

仅是统万城，而是西北与北部大片的耕地与众多的城市。

其次，促成了水土流失，使土壤肥力减弱。以关中为例，《禹

贡》时，号称上上之土，西汉时，因自然条件优越，号称陆海。

司马迁认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
，直到唐初，关量其富，十 中仍居其六。 “号称沃野 。但由于森

林与草地的消失，植被的破坏，使得处在黄土地带的这一地区的

土壤质量不断退化。唐后期，同州、华州已是“地迫而贫，所献
，常彀陋” ；相邻的陕州，也已“土瘠民贫 。到宋元时代，更是

衰退不堪。

第三，森林与植被的破坏，使其原有的蓄水、涵水作用消失

或减弱，使北方地区的水利资源日益紧张，再加上对水利资源的

滥采滥用，更使得北方地区的地表水量不断减少，泾水水量的变

迁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

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

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理黄河的方略》，载 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第 辑。

《汉书 东方朔传》。

《史记 货殖列传》。

《新唐书 食货志》。

《新唐书 刘晏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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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

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

矣。地利损耗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强 泾富，其可得乎

水溉田水量的减少，当然与沿岸大兴碾硙有关，但泾水本身的水

量也的确在不断减少，如汉武帝时，兒宽曾穿六辅渠引泾水，“以

益溉郑渠旁高卬之田”，但到唐代，已干涸荒废，无法利用，只是

“六道小渠，犹有存者” 。

地表水量的减少，又使这一地区旱灾不断加重。有人曾对唐

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较大的旱灾分布地区作过统计，结果

表明，在这一区限内，京畿地区发生旱灾 次 次，河南，都畿

次，江次，次，河北 淮南 南 全国计次。 发生较大旱灾

次，而淮河 次，占以北地区就有 ，江南只有 次，仅占

全部旱灾量的 。

在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这种因人为因素而带来

的自然环境的恶化往往是难以抗拒的，而且，也是难以恢复与调

整的，这是隋唐以后，我国北方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于南方的一

个重要因素。

以上我们只是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所

谓经济发展的环境应当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组成部分，

自然环境的主体是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则包括了社会制度、思想

文化、思维特点以及人口问题等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都要关注

的问题。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一 京兆府》。

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载《云南社会科学》 年第６

期。

参见齐涛 《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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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

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商业经济结构，在

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

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

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

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如战国时代的农民就要“种谷必杂五种，

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

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

。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位的综合

经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生产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为

中国农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如蚕织、麻织均可通过家内劳动完

成，而欧洲社会的毛革与毛织业则难以由一家一户单独进行 。但

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于在精耕细作制度下，农民劳动生产率较

低，生产所获除缴租纳赋外，所余无几。因此，农村人口中的绝

大多数都必须投入于土地经营。这就使得历史上的中国农村社会

分工薄弱，专业手工业者十分少见。直到 年， 个山东省对

自然村的调查表明：投入土地经营的人口依然占全部农村人口的

。家庭综合经济之发达，可见一斑。与之相联系，历史上

的中国农民进行着比较独立的小土地经营，除向封建国家或地主

完赋纳税外，在生产经营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占有一份土地的自

耕农自不待言，即使那些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亦可以“今日掉臂

《汉书 食货志上》。

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历史研究》 年第 期

《两年来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 编，中华书局 年版



第 14 页

， 。甚至能够“转卖佃权，田而来，异时不难洋洋而他适 主不得

。农民与地主过问” 的这种关系与欧洲农奴对领主的强烈依附有

较大不同。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

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

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就前者而言，乡

村手工业商业者多是 水旱》中所言，手亦工亦商，如《盐铁论

工商业者“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

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

业”。这一传统一直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就后者而言，我们

可以看到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寓于农民的自给自足经营中的家

庭手工业与商业交换的不可分割性；另一个侧面则是乡村工商业

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与融通，他们完全依赖农业而生存，没有

形成相对独立的手工业商业体系。因此，当中国古代农业在战国

秦汉时代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时，乡村手工商业也取得了空前

的繁荣，但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再未发生重大变革，小

农经济只是简单再生产的重复，依托于农业的乡村工商业也就不

可能发生历史性的进展，当然，它本身的特性又决定着它不可能

自我发展、成为带动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进步的先导性产

业。

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性是依附性。所谓

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 春秋战

国时代，随着“工商食官”的瓦解，城市工商业突然面临着一个

海阔天空的发展空间。到西汉前期，富商大贾层出不穷。“天下熙

《杨园先生全集》卷八。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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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涌现出了相对独立、富”

可敌国的一批巨子。但至武帝时，随着以盐铁官营为核心的经济

干预政策的实施，这一局面嗄然而止。自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

个历史时期内，城市工商业便沿着两条主线曲折地行进：一条是

官营工商业，它的特色是对盐铁等重大经济命脉的垄断性生产、经

营以及以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面向皇室与官员的

消费服务性生产。另一条是私营工商业，它的特色是以商为主、以

工为辅，依托政权，服务于官方与上层社会。

在这两条主线中，官工商业追求的是使用价值，私营工商业

追求的是消费性贸易利润。对官营工商业而言，其生产与交换固

然要追求产业利润与商业利润，而且，官营工商业所得在一些历

史时期对于王朝财政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它首先追

求的仍是自身的使用价值。从汉三服官到清代江宁织造都是典型

代表，汉唐时代平准均输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变易各地土产轻货

供给京师。就官方所直接控制的对外贸易而言，更是服务于王朝

外交的政治消费。所谓“四海宾服”“、八方来仪”，是其对外贸易

年的主要目的。公元前 ，匈奴昆邪王率数万众降汉，武帝发

车两万乘迎之，降者皆衣食县官。以至耗尽租赋，动用内帑。以

后诸王朝大率皆如此。为使外族奉其正朔、北面称臣，不惜“辇

中华以实四夷”。在对外交往中，历代王朝执行了同一方针。隋炀

帝就曾令西域至洛阳商路中的各郡县迎送外商，免费供酒肉百戏，

得费远不相偿。赴外使臣更是大量无端地赠礼，赔尽钱物。 明王

朝时代的郑和下西洋也主要是为耀威异域，勒石纪功，每以巨资

使诸国来朝。这与欧洲社会的商业战争与商业殖民政策大相径庭。

因此，尽管郑和的远航远在哥伦布、达 伽马开辟新航路之前，但

《史记 货殖列传》。

见《隋书 炀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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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结果只是虚耗资财，激化了国内政治、经济矛盾，而新航

路的开辟却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加速了

资本主义的到来。对私营工商业而言，它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的

奢侈性消费以及关于国计民生的垄断性生活消费如盐、茶之类。因

此，私营工商业者没有形成自己的生产体系，没有形成规模化的

手工工场，其商品的来源主要是分散于各地的个体农民与个体手

工业者，商品构成是生活消费品与奢侈品。其本质是向上层消费

者提供社会产品的中间转运贸易，缺少生产领域之间、生产要素

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生产性贸易。这样，私营工商业者的资金流

向也主要地用于产业经营以外的领域，比如高利贷、贩运商业等

等。

与上述情况相应，在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中，城市经济一直未

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经济是城乡一体以农村经济为主导的

经济，加上城乡工商业中的混合性与依附性，构筑了独具特色的

经济结构。西方著名史学家林恩 怀特在《欧 卷洲经济史 》第

章中，曾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城市与农民的第 失衡。他

指出：“罗马文明脆弱的区域，要让一个人脱离土地而生活，就需

要十个人在土地上干活。城市是文明的珊瑚礁，处于乡村原始主

义的海洋中，它们依靠一点少得可怕的农业生产剩余的支付，这

点剩余完全可能因为干旱、水涝、瘟疫、社会混乱或战争而很快

遭到破坏。”“城市生活连同古代城市所创造和保持的较高的文化

领域都是脆弱的，因为古代农业每个农民的生活率很低，尽管罗

马人有顽强冷酷和他们在法律方面的才能，但他们最后由于这种

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被打败了。”而且，“这个缺点足以解释

在 世纪到 世纪之间，西方与东方相比，它缺乏恢复的能力”。

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哪儿？我认为体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他

们中的多数实际上是以农为本，亦工亦商，家庭纺织与副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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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则是第二点，

即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尤其在汉唐时代，脱

离农村的工商业与市民阶层并未出现，城市是乡村的城市，是乡

村的集合与代表，这是适合中古农业经济基础的社会存在。第三，

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辅之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较为普遍的水利灌溉，这使中国古代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

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能为社会提供较为丰富的剩余劳动产品，同

时，也具有较强的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不同于罗马帝国的活力还是十分有限

的，而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自汉唐时代，中国古代的乡村就面

临着一系列压力，到宋元明清时期，这些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有

三种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城市的膨胀在中国古代首先

表现为官僚集团与军事集团的膨胀，是消费与食利阶层的扩张，其

次才是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膨胀。但是中国古代城市工商业既比

较弱小，又先天不足，他们是从消费趋向新的消费，而忽略生产

的扩大这一核心环节。因而，难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与之相

连，则是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冲击着乡村农民的综合经营；另

一方面，又无法带动乡村的规模经营，只是使乡村农民陷于窘迫

的境地，这是第二个压力。第三个压力是乡村人口。乡村人口不

断增加，但又没有其他渠道吸纳，增加的人口大多是留在乡村，在

诸子均分的家产继承制下，消耗着原有的土地规模，也消耗着精

耕细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原因

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

条道路？

直接的原因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的问题，中

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

工以及农业与商业的分工？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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